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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社会建设研究院 王璐璐

现代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是一个包含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
服务体系、医疗保健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在内的复杂系统。而对
建国初期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而言，主要是一些基本的医药服务。
实际上，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公共医疗状况在解放前极其恶劣，

各种疾病广泛流行，性病、疟疾和妇女儿童疾病的蔓延，造成人口逐年
锐减，严重地威胁着某些少数民族的生存。云南边疆芒市等地，被称为
“超高疟疾区”，由于疟疾的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有的村寨十室九空，
原有 5000多傣族居民，但解放前只有 1800多人[1]66。历史上曾有 120
万人口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解放前只有 20万人口，人们对这些地
方极为恐惧，称为“瘴疠之区”[2]。如此严峻的卫生问题摆在新生的国家
政权面前，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也正因如此，对西南民族
地区卫生的成功治理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国家对卫生事业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卫生事业发展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巨大帮助。从 1950年起，就不断
地派出防疫大队、民族卫生工作大队等大批医务人员，分赴西南民族
地区各地，进行巡回医疗，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培养民族卫生干部[3]159。
1951年 2月 5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责成中
央人民政府各部门注意民族事务，并决定在下半年适当时间召开有关

少数民族的卫生、教育、贸易三个专业会议。随后在 1951年 8月下旬
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卫生会议，重点研究了危害各族人民的性病、疟
疾和妇幼疾病等问题，确定了民族地区卫生工作方针、任务和工作重
点。1951年 11月 23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政务院 112次政务会议
上作了《卫生部关于全国少数民族卫生会议的报告》，进而指出建立卫
生机构、配备和培养卫生干部、实行收费、减费或免费治疗，以及首长
负责成为当时民族卫生工作的重点。此后，西南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
逐渐走向制度化，卫生防疫与治疗也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卫生机构的逐步建立
卫生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医务人员的增加，使得西南民族地区缺

医少药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变。一大批民族卫生机构的建立使得少
数民族民众有了固定寻医问药的地点，随着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这种

寻医问药的成本有了大幅度降低，使得民族地区民众治疗疾病成为可

能。同时，大批医疗卫生工作者也得到培养，并投身于医疗卫生的实践
中，也为卫生机构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提供了保障。在云南省，除省民
族学院、医学院和卫生学校培养的各族卫生人员外，各地区也举办了
各种卫生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防疫、化验、妇幼保健等卫生人员。到
1964年，边疆民族地区已经有国家医疗机构 269个（州、县医院 31
个，区卫生所 184个、防疫站 31个，妇幼保健站 23个），病床 2100
张，医务人员 1200多人。相比较于 1952年，增加机构 7倍、病床 9.5
倍、人员 4.7倍。另外，还有集体联合诊所 32个、卫生所 125个。脱产

半脱产保健员、接生员 2500多人，不脱产的 4400多人[4]677。可以说，云
南省民族地区医疗状况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四川省，这种卫生机
构和医务人员的增加也是大幅度的。在阿坝州，1950年只有 25个卫
生机构、136名卫生工作人员、15张病床，到了 1966年卫生机构的数
量已经达到 335个、卫生人员达到 2370名、病床数达到 1672张，分
别增长了 13.4、17.4和 111.5倍。到 1963年，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
和西昌专区的区级以上的卫生医疗机构就达到 323个、病床 2440
张。在贵州的黔南州，1949年还没有任何的医院、病床和医师人员，
1950年以后逐步发展，到 1958年，已经拥有公办医院 13个、其他公
办医疗机构 103个、公办医院床位数 1130张、公办医师人数 79名，
社办医院 233个、其他社办医疗机构 1984个、社办医院床位数 1081
张、社办医师人数 145名。
三、组建巡回医疗队
组建巡回医疗队，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基本控制了流行病的蔓延。
为了防止鼠疫、性病、疟疾等烈性传染病的蔓延，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
出多个防疫大队和医疗大队，到西南民族地区送医送药，开展免费治

疗。1951年 11月，中央卫生部组建了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到西康
省藏族自治区开展巡回医疗、性病防治、妇幼卫生、防疫及人员培训工
作。1953年，贵州省组织了 7个民族巡回卫生工作队和 7个巡回医疗
组，为少数民族免费治病。1954年，西南防疫队组成大小不等的队分
别进驻德宏、缅宁、西双版纳、文山、蒙自、昭通、丽江。云南省也组织
13个巡回医疗队分别赴各民族地区工作，还有 1个妇幼卫生工作队，
1个凉山医疗队[4]676。
巡回医疗队用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效果显著。仅

1953年，西康省各县与色达地区的各级卫生机构与中央民族卫生工
作大队，通过实际工作培养了民族卫生人员和新法接生人员 207名，
共初复诊 313500多人次，其中预防接种 54754人，防治性病 2067
人，为各族人民免费治疗 150794人次，这样就有效地增进了各族人
民的身体健康。云南省先后派出 1500多名医疗卫生工作者深入到疟
疾高发区进行疾病防疫和治疗，他们“扣门问病”、“送药上门”，很好
的降低了疫情。在耿马县 1953年 8月到 12月间，疾病发病率比
1952年同期减少 50%以上。芒市 1952年 8月到 12月间，疾病发病
率为 14.14%，1953年同期降为 3.09%[4]676。贵州省 1953年开展以防治
疟疾为中心任务的卫生工作，在 7月至 9月间，诊疗人数达到
154718人，一些影响少数民族健康的地方疾病，如疟疾、天花、痢疾
等得到初步遏制[5]13。1956年，黔南州的都云县发生疫情，在 2月 13日
到 18日的 5天内，全县发病共 301人，其中死亡 3人，在感染人群中
以麻疹和流行性感冒较为严重。为此，中共都匀地委和县委研究决定
统一安排，建立指挥部，将所有中西医务人员统一组织起来进行防疫

工作部署，最后很好的控制了疫情。云南省边疆的一支中国人民解放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公共医疗状况在解放前极其恶劣，各种疾病广泛流行。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卫生事业发
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巨大的帮助］逐渐改变了西南民族地区这种落后的卫生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 西南民族地区 农村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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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抗疟队，两年内在 50多个县内帮助各族人民进行了疟疾防治工
作。抗疟队员们经常带着药包，在村寨里逐户为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体
格检查，给他们服药预防和喷射杀虫剂灭蚊。队员们在各村寨喷射的
杀虫药剂面积有 270多万平方公尺；受到治疗或预防的共 15万人
次。经过抗疟队和地方卫生机关的积极防治，很多地方的疟疾发病率
有显著下降。以前疟疾流行最重的思茅，发病率已经下降为以前的
7%。以前被称为“高度疟区”的双江县，在疟疾流行的季节里也很少
有人生病了。傣族农民在一首民歌里歌颂这种新景象说：“往年谷黄
床上躺，今年谷黄收割忙。”[6]

在基层的实践中，大量的医务工作者投入于西南民族地区农村

卫生事业之中。云南的洪禹疏在 1956年昆明医士学校毕业以后，就
分配到滇西北怒江峡谷的最北端贡山县。刚到县卫生院时，县卫生院
的条件十分简陋，只有 2名医士、1名护士、1名药剂员、1名中医师。
医院的设备也十分简单，特别是病人也很少，每天只有 10多人，住院
病人还不到 10个人[7]93。这个地区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文化落后。
各族农民得病了大部分都是请“尼扒”、“纳姆萨”之类的巫师祭司杀牲
祭鬼，或请喇嘛打鼓念经来祈祷许愿，以求得到神鬼的庇护，根本不懂

得如何寻医找药来根治疾病。因而，包括洪禹疏在内的医护人员就主
要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医生亲自上门找病人。有时候，听说某村寨

有重病人，当身背药箱辛苦赶到时，还常常被拒绝。不过，经过所有医
务人员常年累月的下乡巡回医疗和宣传工作，逐渐取得了各族群众的

理解和接受，拒绝医治的状况得到改变[7]94。
建国初期西南民族地区的卫生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民族地

区的最初探索，包括各级行政机构的建立、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医疗
机构的接管、妇幼保健的发展、公共卫生的治理、流行性疾病的防治
等，都是国家在民族地区治理的有益尝试。实际上，在国家治理的最初
探索中，国家权力开始不断渗入到民间社会，国家与民族社会开始正

式接触；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参与到国家的各项运动中，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民主参与；国家的法律伴随着国家权力也在基层贯彻实践，

1950年《婚姻法》就是重要的例证。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民族
地区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卫生问题，更是交织着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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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运动探析
□ 大连海事大学 王晓娜 冯文华 内蒙古党校 徐冀宁

1951年 12月至 1952年 10月的“三反”运动是一场以“反贪污、
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运动，惩治了一批干部，也教育和挽救
了一批干部，在全党反腐倡廉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而又重要的一笔。
回望六十多年前的“三反”运动，其作为一种历史的先行，对当时我国
的反腐败、反官僚，增强节约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三反”运动是党在执政初期的廉政运动
“三反”运动是一场针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反腐败斗争。“三反”运
动涉及党、政、军全部机关，这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
容的运动被认为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反腐败斗争，有着深刻的历史

背景。
1.国际、国内形势复杂。近代中国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
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主要任务。执政前，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工人
阶级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执政后，中国共产党

的主要任务由革命战争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由武装斗争转变为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经历了自鸦片战争到建国初期一百多年的战争破坏，
新中国可谓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际上，美国继续“援蒋反
华”，并针对中国形成包围圈。1950年 6月 25日，朝鲜爆发内战，10月
1日，美军穿越“三八”线，武装干涉朝鲜，并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进
犯。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10月 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要求中国共

产党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为抗美援朝提供物质保障。
2.党内贪腐现象滋生。随着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中共中
央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政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陈
云对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出了具体的部署，此后，增产节约运动蓬勃

发展起来。在此期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暴露出严重的贪污、浪费、
官僚主义现象。部分党员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经不起物质享受的
诱惑，滋生出骄傲情绪、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产生了“老爷”、“大
人”的思想，大搞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1951年 4月，在全
国纪检工作会议上，朱德指出：“一年来，根据很不完全的统计，各个中
央局、分局及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受理各种违反纪律的案
件 8671起”[1]56。党内的腐败现象，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进一步加强自
身建设。

3.社会不良风气严重。建国初期，社会上一些不法资本家在经济
建设中进行违法活动，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解放军战士进行诱

惑、拉拢、腐蚀，破坏党的纯洁性，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例如，武汉
资本家李寅廷在为志愿军制作军用急救包时，以次充好，将带有化脓

菌、破伤风的急救包交了货，造成了损失。此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
思想不坚定者和一些留用的旧人员混入了党内，试图“捞好处”、“混日
子”，甚至进行“招摇撞骗”，谋求个人利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要求中
国共产党必须进行一次大清理和大扫除。

建国初期，全党在党政机关内部开展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内的腐
败分子，抵制了旧社会的遗留恶习，树立了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
“三反”运动 廉政 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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